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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的“漂绿”实践及其逻辑
———基于 Ｍ 牧场沼液污染的经验研究

汪 　 璇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ꎬ其中以企业的污染治理尤为突出ꎬ解构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采取的

“漂绿”策略ꎬ对于理解当前企业环境治理困境至关重要ꎮ 案例研究显示ꎬ企业以公众污染感知为靶向ꎬ

在与政府、媒体、当地群众互动中分别采取了合理化环境指标、形象整饰、分化利益群体的“漂绿”策略ꎮ

污染企业“漂绿”实践背后的具体逻辑分别为:污染问题治理的长期性与治理效能显现的短期性要求之

间的冲突造成了地方政府的遮蔽倾向ꎻ在市场逻辑驱动下ꎬ企业通过媒体有选择地披露信息ꎬ在积极宣

传正面形象的同时ꎬ转移污染责任和公众注意力ꎻ利用经济利益模糊村庄受益、受害圈的边界ꎬ鼓励搬

迁ꎬ降低村民的发声意愿与力度ꎮ 污染企业一方面遮蔽污染问题ꎬ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技术变革来降低污

染ꎬ使得环境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障碍ꎮ 解决企业污染问题ꎬ需要对污染问题“去蔽”ꎬ而这需要政府、企

业、媒体、群众等环境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ꎮ

[关键词] 环境污染ꎻ环境治理ꎻ“漂绿”逻辑ꎻ环境多元治理ꎻ环境问题去问题化

[中图分类号 ]　 Ｃ９１２.８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漂绿”(Ｇｒｅｅｎｗａｓｈ)ꎬ作为舶来语ꎬ自 ２００９ 年«南方周末»首次公布“中国企业漂绿行为排行

榜”以来ꎬ就开始进入公众和学界的视野ꎬ然而却一直没有获得较高的关注度ꎮ “漂绿”这一概念伴

随西方绿色消费潮流而生ꎬ起初是指企业为了迎合市场和消费者[１] 、提升竞争力[２] 、获得绿色“溢
价”或政府政策倾斜ꎬ在绿色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ꎬ以“绿色”为卖点ꎬ采取的表面性或象征性绿色

宣传[３] ꎬ有选择地披露有关组织或产品的环境绩效等正面信息、隐瞒潜在的负面信息[４] 的企业行

为ꎮ ２００８ 年ꎬ发表在«工业设计»杂志上的一篇标题为«对工程师们有用的环保新闻»的文章首次

提及“漂绿”一词ꎮ 当时国内对“漂绿”的理解主要还是遵循市场逻辑ꎬ将“漂绿”定义为“公司为了

经济效益ꎬ扭曲或夸大其产品的环境效益的行为” [５] 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ꎬ«南方周末»公布年度企业

漂绿行为排行榜 ９ 次ꎬ所涉企业均触及法律底线ꎮ 随着«南方周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ꎬ国内公众

对“漂绿”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ꎮ “漂绿”不再只是一种市场行为ꎬ更是在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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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漂绿”代价驱使下的企业越轨行为ꎮ 有学者注意到信息披露的滞后性与企业收益的关联ꎬ即
企业可利用信息披露的时间空隙获利[６] ꎻ还有学者注意到了“绿色”与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的关

联[７] ꎮ 除此之外ꎬ“漂绿”尚没有得到学界更加深入的关注ꎮ
在中国本土语境下ꎬ“漂绿”作为一种虚假宣传ꎬ不仅容易误导消费者、影响市场秩序ꎬ还与环

境破坏、健康威胁、社会不公平挂钩ꎮ 在«南方周末»公布的年度企业漂绿行为排行榜中ꎬ此类案例

不胜枚举ꎮ 例如ꎬ以 ＧＬ 电器为首的 ８ 家知名企业为骗取国家节能惠民政策补贴ꎬ多报、虚报节能

销量ꎻ又如ꎬＷＬＭ 公司一直宣传节能环保、绿色供应链ꎬ却在 ２００９ 年监测的 ４０ 个样品中被发现含

有 ５０ 余种农药残留ꎻ再如ꎬＳＨ 集团ꎬ自称要打造中国的“绿色煤都”ꎬ却在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开采

煤矿和兴建化工企业ꎬ大量抽取地下水ꎬ导致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ꎮ 随着政府的持续介入以

及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ꎬ部分企业有所收敛ꎬ但仍有企业寻找政策模糊地带、采取更为隐蔽的“漂
绿”策略ꎮ 吊诡的是ꎬ在环境立法不断严苛、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的情况下ꎬ企业“漂绿”行为仍然得以存续ꎬ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伟等认为ꎬ问题引爆机制的缺乏

是关键因素[８] ꎮ 周慧等认为ꎬ处于垄断地位或优势地位的龙头行业与中小企业相比之所以具有更

加强烈的“漂绿”倾向ꎬ是因为其产品的不可替代性ꎬ换言之ꎬ消费者无法通过停止购买来实现对企

业“漂绿”行为的处罚[９] ꎮ 刘传红等通过分析企业“漂绿广告”的发生机制发现ꎬ“漂绿广告”之所

以能够实现ꎬ实际上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受众三者合谋的结果ꎬ尽管受众是“漂绿广告”的
直接受害者ꎬ但在“漂绿广告”的运作中ꎬ他们却在无意之中参与到这场“造绿”活动中[１０] ꎮ 此外ꎬ
王菲等关注媒体在企业“漂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ꎬ即媒体虽然也参与环保活动ꎬ但只介入“曝
光”环节而非“定罪环节”ꎬ且对相关问题关注度缺乏持续性[１１] ꎮ “漂绿”不仅是单个企业行为ꎬ而
且还是在“国家—市场”框架下企业与政府、民众、媒体之间互动、博弈甚至合谋的社会过程ꎻ不是

某个主体在一瞬间发生的某个动作ꎬ而是在各主体互动过程之中不断调适的整个过程ꎬ各主体的

行为选择与逻辑值得社会学界关注ꎮ
为回答以上问题ꎬ本文对华东地区丹村 Ｍ 牧场的“漂绿”行为展开研究ꎮ Ｍ 牧场曾入选«南方

周末»年度企业漂绿排行榜候选名单ꎬ至今仍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ꎬ其“漂绿”行为具有一定

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ꎮ ２００６ 年ꎬＭ 牧场入驻丹村ꎬ使丹村成功脱贫ꎬ同时也给丹村带来了沼液污

染的环境风险ꎮ ２００８ 年的一场特大暴雨使 Ｍ 牧场隐蔽的沼液乱排行为暴露于人前ꎮ 通过丹村村

民的不断努力ꎬ丹村沼液污染的事实一方面借助媒体为外界所知ꎬ另一方面随着牧场被勒令整改

而有所缓解ꎮ 此后ꎬ从政府文件上看ꎬＭ 牧场在沼液处理技术升级、改善周边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

的努力ꎬ官方监测数据基本达标ꎬ丹村村民的相关反映趋近于零ꎮ 从新闻报道上来看ꎬＭ 牧场积极

改进沼液处理设备ꎬ不断提升沼液处理效率ꎬ积极促进沼液还田ꎬ环境整治较为成功ꎬ污染问题似

乎已得到解决ꎮ 然而ꎬ通过笔者的追踪调查发现ꎬ丹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存在且污染形势比较

严峻ꎮ 为何文本事实与实际事实截然相反? 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如何? 探寻以上问题背后的社会

机理ꎬ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目的ꎮ

一、 文献述评与研究思路

由于学界对“漂绿”的研究有限ꎬ所以需要从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中汲取营养ꎮ 环境社会学研究

倾向于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ꎬ在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隐形机制研究之中探寻其中的影响因子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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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蕴含ꎮ
１. 环境问题的呈现与“问题化”
环境问题的呈现ꎬ即环境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并呈现在公众眼前的过程ꎬ也即环境问题的“问

题化”结果ꎬ是国内外环境社会学界的研究重点ꎬ相关研究尤其强调环境问题呈现过程中的互构

性ꎮ 例如ꎬ佩罗等将环境不公平问题的形成过程视为“多方行动者在一定政治经济框架中ꎬ为争夺

有价值的环境资源而互动的动态演变过程” [１２] ꎻ陈涛等在分析蓬莱 １９ ３ 溢油事件的问题化机制

时ꎬ也着重阐述了政府、科学家、大众传媒、社会公众和渔民等多种力量的角逐过程[１３] ꎮ 此外ꎬ从
某一主体角度出发探讨环境问题呈现的关键因素亦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流ꎮ 彼得Ｌ伯格等

关注主体对世界的理解、解释与日常知识、生活经验的动态关联以及主体之间关系的极高灵活

度[１４] ꎮ 我国学界对环境问题呈现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ꎮ 陈阿江认为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环

境治理的前提条件ꎬ而技术是清晰呈现污染问题的有效工具[１５]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国内学界更多将

“问题化”视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武器和抗争“造势”的工具[１６] ꎮ 韦长伟将“问题化”逻辑的目

标呈现划分为合法化建构、获取社会支持、试探性施压三级ꎬ其总结了“问题化”的说、闹、缠三

种策略 [１７] ꎮ
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明确界定了利益相关者的边界ꎬ尤其关注各行动主体的互动策略对环境

问题走向的影响ꎬ具有强烈的“正向建构”的色彩ꎮ 目前学界关于“漂绿”的研究多从企业的角度

出发ꎬ采取“企业—其他主体”的二元对立的视角ꎬ因此ꎬ多主体视角的分析方法对于企业“漂绿”
实践的研究具有启发性ꎮ

２. 环境问题的“隐形”与“去问题化”
环境问题的“隐形”机制ꎬ作为呈现机制的另一面阐述ꎬ意在探寻环境问题得以“去问题化”背

后的社会机理ꎮ 在理想状态下ꎬ当环境污染发生时ꎬ环境问题遵循“环境污染—社会影响—社会反

应—社会问题”的逻辑成为社会问题ꎮ 但在现实过程中ꎬ环境问题所涉主体间的竞争、冲突、顺应

与合作的不断演化决定了环境问题的最终走向ꎮ 环境问题为何走向“隐形”? “受益圈 /受苦圈”
理论较早地关注到污染所涉群体的受益、受害程度对其针对污染问题的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动力

的影响[１８] ꎮ 陈燕从汉尼根环境建构论的角度出发ꎬ将环境问题“隐形”的影响因子归结为缺乏科

学权威的支持、媒体的舆论宣传、可见的经济刺激、科学普及者、制度化赞助者[１９] ꎮ
“去问题化”是环境问题走向隐形的工具ꎮ 包士康等在 ２０１１ 年首次提及“去问题化”的概念ꎬ

并将其界定为“当某种社会现象虽然具备了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社会现象

没有被公众ꎬ尤其是没有被政府或权威机构认定为社会问题ꎬ而试图采用政治的或经济的手段来

应对的过程” [２０] ꎮ 崔凤等关注技术、政策之外的社会不同层面的联结对污染问题隐形化的影响ꎬ
归纳了隐形环境问题的特点:污染源头是不值钱的小企业、影响效果有限、没有大规模的群众事件

发生等[２１] ꎮ 陈阿江关注“显性问题隐性化”的现象ꎬ以联席会议机制为代表的环境治理策略ꎬ使显

性环境问题变为隐性环境问题ꎬ即使污染看似得到解决ꎬ但实质上仍然存在[２２] ꎮ 此外ꎬ值得注意

的是ꎬ虽然“去问题化”这一概念使用率不高ꎬ但在许多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ꎮ 例如ꎬ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过程中ꎬ为完成上级政府的检查任务ꎬ基层政府倾向于有针对性地选择易于体现目标效益

的非技术性治理模式(如刷墙、办宣传栏等) [２３] ꎮ 张继焦在研究中提及了我国政府与企业庇护与

被庇护的“伞式关系” [２４] ꎬ对于理解在环保督察政治背景中ꎬ地方政府在完成整治指标与保护地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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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企业之间摇摆、承担“保护伞”角色、掩盖支柱企业污染事实的行为具有启发意义ꎮ 李彩虹等

在北坝村调查中发现村干部在积极问题化、获得抗争胜利后ꎬ因为地方政府施压、本村青年婚姻问

题等原因ꎬ转而有意识地为村庄“去污名化” [２５] 以抵消“问题化”了的环境污染给村庄带来的负面

影响ꎮ 可以说ꎬ“去问题化”策略研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ꎬ但缺乏以企业为主体ꎬ讨论企业与

其他主体互动逻辑的动态研究理路ꎮ
３. 评述:企业“漂绿”与公众污染感知

通过文献梳理ꎬ可以发现“问题化”是普通群众利益表达的工具ꎬ“去问题化”则多涉及政府层

面ꎮ “去问题化”作为一种处理策略ꎬ不仅适用于政府ꎬ同样适用于企业ꎬ且极具社会学意味ꎬ可以

解释企业“漂绿”行为与污染隐形之间的关联ꎮ 企业作为建构主义视角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ꎬ一直

没有被作为研究重点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观察污染的“去问题化”逻辑与过程具有创新性ꎮ
陈阿江提出了环境问题呈现的三个维度:①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ꎻ②技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ꎻ

③社会感知的状态[１５] ꎮ 公众的污染感知是判定污染问题走向“呈现”还是“隐形”的主要指标ꎬ其
可以被划分为两个维度:技术感知和社会感知ꎮ 首先ꎬ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无法完全体现ꎬ而科学

的技术测量可以最大程度地反映物质世界的客观状态ꎮ 在技术壁垒下ꎬ公众只能依靠官方数据感

知污染程度ꎮ 在官方数据显示污染程度低时ꎬ公众无法身临其境ꎬ难以直接感知受污染环境ꎬ往往

会选择相信污染问题已经得到解决ꎮ 其次ꎬ社会感知即公众对于污染问题的关注和认识ꎬ是污染

问题是否成为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ꎬ可以细分为社会影响(包括范围和程度)、当地群众反应两个

指标ꎮ 在环境抗争研究中ꎬ“把事情闹大”的行动策略是受污染群体利益表达的主要手段ꎬ实际上

是提升公众对污染问题的感知程度ꎬ将环境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层面ꎬ以期维护自身利益ꎮ 因此ꎬ
公众的污染感知是企业“漂绿”策略的直接靶向ꎮ 而企业的“漂绿”策略如何作用于公众污染感

知ꎬ从目前来看ꎬ仍处于“黑箱”之中ꎮ 企业种类多样ꎬ业务类别繁多ꎬ因此ꎬ本文只能尝试借助于建

构论ꎬ通过剖析某一典型案例ꎬ来一窥企业“漂绿”的实践策略及其逻辑ꎮ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文献

研究等方法ꎬ试图通过对 Ｍ 牧场“漂绿”行为的分析ꎬ探寻背后各主体行为的运作逻辑ꎬ揭示企业

“漂绿”行为何以被选择、何以能够存续的社会机理ꎮ

二、 “依附”政府:“政经一体化”下的环境指标合理化策略

１. Ｍ 牧场及其沼液污染

２００６ 年ꎬＭ 牧场作为某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配套牧场落户 ＡＳ 市贫困村丹村ꎬ是我国第一个

万头规模的奶牛养殖基地ꎮ Ｍ 牧场虽然作为原奶供应基地ꎬ不需缴纳任何税款ꎬ但其配套的大型

乳企却是 ＡＳ 市财政收入的支柱型产业ꎮ 为配合 Ｍ 牧场落地ꎬＡＳ 市政府提供了投资补贴、免基础

设施建设费用、无偿提供千亩建设用地等优惠政策ꎬ最终 Ｍ 牧场仅直接投资 ４ ０００ 万元ꎮ 在“三聚

氰胺事件”爆发前ꎬ乳品企业的原料来源以“散户养殖＋奶站收购”的模式为主ꎬ在“三聚氰胺事件”
爆发后ꎬ政府开始鼓励乳企自建牧场进行规模化养殖ꎮ 自 Ｍ 牧场建立伊始ꎬ牧场的规模化养殖模

式就因为其本身可能带来的防疫风险和污染风险而为专家、媒体所诟病ꎬ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

下其似乎成为保证乳品安全的最佳选择ꎮ 此外ꎬＭ 牧场给丹村提供了一百多个就业岗位ꎬ帮助丹

村完善基础设施ꎬ实现脱贫ꎮ
巨量沼液的处理问题是以 Ｍ 牧场为代表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基地的“痛点”所在ꎮ 首先ꎬ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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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速度极快ꎬ产量极大ꎮ ２００６ 年ꎬＭ 牧场的存栏奶牛量为 ７ ５００ 头左右ꎬ平均每日排泄牛尿 １８０
吨、牛粪 ３７５ 吨ꎮ 其次ꎬ沼液的消费速度极低ꎬ这是因为:第一ꎬ沼液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进
行稀释才可以使用ꎻ第二ꎬ沼液作为肥料的施用量极低ꎬ且使用具有季节性ꎻ第三ꎬ沼液在丹村没有

市场ꎬ村民没有将沼液作为肥料的习惯ꎬ也不愿意出钱购买ꎬ更倾向于使用农家肥ꎮ 最后ꎬ在土地

配比不够的情况下ꎬ无法单纯依靠还田的方式消纳沼液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农业部公布的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的要求ꎬ每 １０ ０００ 头存栏奶牛牧场的粪肥全部就地利用所

需水稻田面积多达 １１ ３６３.６３ 亩ꎬ而 Ｍ 牧场占地仅仅 １ ０００ 亩ꎬ远远达不到就地利用的规模ꎮ 为

此ꎬＭ 牧场采取了扩建露天化粪池的措施来处理沼液ꎮ 专业技术壁垒使得牧场周边村民即使察

觉、意识到巨量沼液给村庄带来的环境风险ꎬ也没有相关证据ꎬ只是觉得“牛粪太臭了、影响生活”ꎮ
２００８ 年ꎬ一场暴雨暴露了 Ｍ 牧场偷建化粪池以存储沼液的污染行为ꎬ使得企业的污染行为显露ꎮ
在当地村民的利益表达行动下ꎬ地方政府约谈 Ｍ 牧场负责人ꎬ要求牧场做出整改ꎮ

２. 合理化环保指标遮蔽污染实情

从相关政府文件中似乎可以得出 Ｍ 牧场沼液污染问题正在得到积极解决且效果良好的结论ꎮ
首先ꎬ从已有文件、通知上可以获得的信息是ꎬ当地政府一直在规范企业污染行为ꎮ 近年来ꎬＭ 牧

场所在的区人民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切实履行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整改措施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快沼液环境污染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ꎬ同时区农业部门也先后下发

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实施进度的函»«关于落实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专家指导意见的

函»ꎬ市农业部门也下发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Ｍ 牧场沼液还田有关事项的通知»ꎮ 在

２０１７ 年ꎬ由区农委牵头划定该区的禁养区、可养区、限养区ꎬ对禁养区内所有的禽畜养殖户和限养

区内的部分禽畜养殖户依法限期关闭、搬迁、取缔或转产ꎬ并对养殖专业户的养殖规模进行了严格

规定ꎮ 在此背景下ꎬＭ 牧场所在地被划为整个区内唯一的可养区ꎮ 其次ꎬ基层环保部门设立了对

Ｍ 牧场的专用检测台账、聘请专家做环境评估ꎮ 从台账上看ꎬＭ 牧场周边地区各项指标均达标ꎬ也
即 Ｍ 牧场周边环境指标均达到了规定标准(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 ＡＳ 市环保局对 Ｍ 牧场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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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显示的是 ＡＳ 市生态环境局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间对 Ｍ 牧场周边某雨水排出

口水质的监测数据ꎮ 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指标有两个:氨氮和化学需氧量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除了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监测出的化学需氧量高于标准线ꎬ在其他时间段监测出的数据均远在标准线以下ꎬ而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以前和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以后的检测数据均未公布ꎮ 即使如此ꎬ已经公布的监测数据尚存

疑点ꎮ 首先ꎬ每次测量的雨水排出口的位置未显示ꎬ且测量时间均为午夜 １２ 点ꎬ测量的数据是否

可以代表当地的沼液污染情况? 其次ꎬ氨氮和化学需氧量两个指标是否足够呈现? 此外ꎬ也尚无

对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化学需氧量超标的情况做出解释ꎮ 在 ２０１８ 年环保督察时发现ꎬＭ 牧场用暗管将约

１０ ０００ ｍ３沼液排入废弃沟塘贮存ꎬ仍然存在严重的偷排行为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当地政府聘请专家现

场勘察、对存在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ꎬ但一直没有公布评估结果ꎬ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无法对政

府的检测数据做出判断ꎮ 这种强调政府行动、忽略行动后果事实的行为ꎬ降低了公众的技术感知

度ꎬ极易遮蔽污染实情ꎮ
３. 环境整治背景下的“政经同盟”
政府—企业的同盟关系是企业“合理化环保指标”ꎬ是使得污染企业“漂绿”策略得以成功的

内在逻辑ꎮ 在压力型体制下ꎬ基层政府的权力授权于上级政府ꎬ上级政府的战略定位对基层政府

的行为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ꎮ 张玉林发现ꎬ在整个体制开始重视环境维度的时候ꎬ基层政府在环

境治理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ꎬ他总结了基层政府行为的第二层压力———生存

压力[２６] ꎬ即农村税费改革后ꎬ基层政府的维持和运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主要来自于工商企

业所缴纳的税收ꎮ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ꎬ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２７] ꎬ
在环境压力不甚明显的情况下ꎬ政府倾向于保经济ꎮ 目前我国高度重视环境治理ꎬ将其作为政府

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ꎮ “环境保护”与官员的业绩、升迁直接达成正向关系ꎮ 按照“政绩跑步机”
理论ꎬ在政绩考核的激励作用下ꎬ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对污染企业进行严格管理、解决污染企业常年

积累的环境负债[２８] ꎮ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ꎬ政府仍然为污染企业提供“伞式保护” [２４] ꎮ
在环境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ꎬ为何部分污染企业的“漂绿”行为不仅持续存在ꎬ还可

以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在业绩、税收、就业等正向刺激以外ꎬ笔者发现ꎬ污染企业的性质也是一

大因素ꎮ 类似于 Ｍ 牧场的大型污染企业ꎬ带来的污染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ꎮ 在自上而下

的环境治理考核的压力下ꎬ在公众要求尽快看到环境治理效果而地方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污染问

题的有效办法时ꎬ地方政府倾向于暂时“遮蔽”污染问题ꎮ 在人为操作之下ꎬ地方官员的环境责任

考核逐渐流于形式ꎬ地方政府的“遮蔽”倾向给予污染企业自我绿色宣传的“底气”ꎮ
在技术壁垒下ꎬ上级政府和民众未能获得最为原始的环境保护监测数据ꎬ因此ꎬ往往将官方的

环境保护监测数据作为衡量企业污染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ꎮ 合理的监测数据不仅显示出政府良

好的环境治理效果ꎬ还印证了企业“绿色生产”的“真实性”ꎮ 留痕化、数字化的治理技术普遍应用

于政府管理过程中ꎬ在暂时没有找到治理的最佳路径时ꎬ给污染企业定性“绿色企业”会产生反向

适配效应ꎬ即环境保护往往只为满足技术要求ꎬ沦为形式主义ꎮ 污染企业在公关过程中较多使用

政府监测数据ꎬ增加自身的可信服力ꎮ 因此ꎬ“政经同盟”下的监测数据合理化策略不仅是地方政

府的暂时“遮蔽”策略ꎬ更是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内容ꎮ

三、 “巧用”媒体:市场驱动下的绿色宣传策略

在市场逻辑驱动下ꎬ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塑造符合公众期待的社会形象ꎮ 污染事件距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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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活世界较远ꎬ因此ꎬ完全不在场的公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媒体ꎬ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ꎬ公
众倾向于相信接收频率较高的信息ꎮ 利用媒体宣传企业形象、规避企业污染责任ꎬ是企业印象管

理的重要策略ꎮ Ｍ 牧场积极宣传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尽量避开沼液污染的问题ꎬ并将“主
动污染者”形象巧妙地转化为“被动污染者”ꎮ 传播学将这种为了操纵受众对特定事物认知ꎬ过分

强调某一方面而又有意忽视其他内容的行为称为“洗牌作弊法” [２９] ꎮ
１. 采取积极的正面宣传策略

目前ꎬ在搜狐网等媒体上可以搜索到«央视聚焦 Ｍ 牧场ꎬ实地探索牧场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奥

秘»«Ｍ 牧场养殖业反哺种植业树循环经济典范» «奶业脊梁引领未来»等正面报道的文章ꎮ 在这

些报道中ꎬ对 Ｍ 牧场扩建“全国最先进的沼液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的报道尤为突出ꎮ Ｍ 牧场的

沼液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具体处理方式如下:自动清粪系统刮粪机将生粪清入沼气池ꎬ经稀释投

入反应罐ꎬ加入菌种发酵ꎬ产生沼气、沼液及沼渣ꎮ 沼气经管道运输供厂内发电机房发电、锅炉房

供暖及焚烧炉焚烧死牛ꎮ 根据 Ｍ 牧场的统计ꎬ该循环利用系统的沼气池每日产气量在１４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 ｍ３之间ꎬ基本可供厂内正常运作ꎮ 沼液经脱渣后ꎬ部分进入回冲池供清理牛舍使用ꎬ部分由

外包车装载运出灌溉农田ꎮ 沼渣继续发酵ꎬ达标后用于铺垫卧床①ꎮ 从媒体的宣传报道来看ꎬ这是

一个绿色、无污染的处理系统ꎬ如果沼液的处理率和成果利用率均达 １００％ꎬ是不可能对周边环境

产生污染的ꎮ 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ꎬＭ 牧场在多地随意倾倒废液ꎬ被指严重污染环境和危及取

水安全ꎮ Ｍ 牧场在公众面前宣传实行了严格的环境保护处理措施但暗地里大大放松沼液处理力

度的行为ꎬ被«南方周末»总结为“前紧后松”②ꎮ
２. 转移污染责任ꎬ转移公众注意力

(１)强调“相对无污染”
“这么大的牧场ꎬ产生巨量牛粪是很正常的我们牧场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沼液处理设

备沼液处理对于任何一个大型的乳品企业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所说的无污染

是相对的概念ꎬ我们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沼液污染ꎬ不断扩建沼气循环处理设备ꎬ也成立了环保中

心ꎬ招聘研究生、本科生专门负责难题攻关”ꎮ (访谈编号:ＭＣ２０１５１１０２ꎬ牧场公关人员)
(２)推卸污染责任

Ｍ 牧场将丹村村民的拒绝配合、地方政府的消极支持视为导致沼液无法及时消纳的关键ꎮ
“我们自建立伊始就设计了‘牧草种植—奶牛养殖—原奶加工’的绿色经营模式ꎬ牧场周边气

候温暖湿润ꎬ土质疏松、排水良好、肥沃湿润ꎬ非常适合种植麦冬、苜蓿等牧草但是村民一直拒

绝流转土地给我们”③ꎮ (访谈编号:ＭＣ２０１５１１０２ꎬ牧场公关人员)
“从 ２００５ 年到现在ꎬ已经 １２ 年了ꎬ几个老总找镇政府、区政府(要求增加配套用地)ꎬ政府说

好ꎬ我们来流转ꎬ可是光喊口号不行动ꎮ 老百姓就不把地给你ꎬ你能打他骂他吗?” (访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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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卧床指的是为牛提供休息的地方ꎬ组成部分有牛卧栏、牛颈轨、配套抱卡和螺栓ꎬ根据牛的体型可灵活调整ꎬ其主要功能是规

范奶牛休息位置ꎬ使其“睡有其位”、互不干扰ꎬ以保证其高质量睡眠和牛体安全ꎬ沼渣垫料可以改善卧床的舒适度ꎮ
参见:袁端端ꎬ冯洁.２０１２ 中国漂绿榜[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１１－１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８６０２６.
虽然 Ｍ 牧场给丹村带来就业、道路硬化等方面的好处ꎬ但由于其用地是当初地方政府强行征地所得ꎬ加上牧场常年乱排沼

液、大批辞退在牧场工作时违反规章的村民等原因ꎬ牧场与丹村村民关系十分紧张ꎮ 丹村村民不仅拒绝再次流转土地ꎬ还准备于

征地合同到期(２０２５ 年)时要回土地ꎮ



ＭＣ２０１５１１０２ꎬ牧场公关人员)
面对沼液处理难的问题ꎬＭ 牧场没有选择削减养殖规模ꎬ而是将沼液任务外包给几位当地村

民组成的合作社ꎮ 一旦沼液拉出牧场大门ꎬ沼液处理的主要责任人就是合作社了ꎮ
“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我们就将沼液处理的任务全权交给合作社了ꎮ 我们给他们承包费用ꎬ他们帮

我们处理签订合同时把沼液的处理方式都沟通清楚了ꎬ如果沼液处理方式不当ꎬ村民举报的

话ꎬ我们会对合作社提出罚款”ꎮ (访谈编号:ＭＣ２０１５１１０２ꎬ牧场公关人员)
总之ꎬＭ 牧场塑造了致力于升级沼液处理设备ꎬ但囿于一些客观因素不得不制造污染ꎬ并积极

采取措施降低污染影响的“无辜”形象ꎮ

四、 分化群众:经济利益诱惑下的平息策略

１. 逐步分化利益表达群体

经过实地调查ꎬ笔者发现 Ｍ 牧场采取的分化村民群体的策略直接导致丹村沼液污染“消失”
于公众眼前(见图 ２)ꎮ

首先ꎬ通过经济诱惑模糊村民环境保护目标ꎮ 丹村赌博风气严重ꎬ尤其流行“炸金花”ꎮ 从事

农业获得的收入微薄ꎬ无法支撑赌博所需ꎮ 在镇上工作工资相对较高ꎬ且工作地点离家近ꎬ因此村

民逐渐放弃传统的农耕ꎬ闲置了大片的良田和池塘ꎮ
“家里的田荒在这个地方没用然后他打个热线ꎬ讲我家需要几车子牛粪一车子牛粪

是给 ３０ 块钱”ꎮ (访谈编号:ＤＣ２０１５１１０２ꎬ丹村村委会主任)
对村民来说ꎬ顺应天时施肥浇水本应是最普通的常识ꎮ 为了换取赌资ꎬ村民甚至仿照种植庄

稼的轮作制ꎬ采取了沼液排放轮作制ꎬ即将田地划分成几小块ꎬ轮流装载沼液ꎮ 数不清的小块良田

因为直接装载沼液而失去培育能力ꎬ成为废田ꎮ 最后村民干脆将废田完全视为天然化粪池ꎬ放弃

传统的环境伦理规范ꎬ变保护者为污染者ꎬ在环境污染中获益ꎮ
其次ꎬ通过外包沼液让村民参与进来ꎮ 如前所述ꎬＭ 牧场改变了沼液处理方式ꎬ不再采用露天

沼液池堆放的方式ꎬ而是将沼液处理任务外包给由几名丹村村民组成的合作社ꎬ将污染的责任转

移到村民身上ꎮ 合作社成员长期背负村民指责ꎬ加上村民对沼液是否倾倒在自家门前特别关注ꎬ
沼液处理变得越来越困难ꎮ 于是 ２０１７ 年合作社将沼液处理任务二次承包给村民ꎬ村庄内沾亲带

故的熟人网络削弱了村民的抗争意愿ꎮ
“来保是我家远房亲戚ꎬ他和几个人把村子后面大坝里的水抽干ꎬ腾地方装沼液ꎬ不信你去看

看原来是无业游民ꎬ没有工作ꎬ天天闲在家里ꎬ田也懒得种ꎬ现在把这个当作职业来做应

该没有人举报ꎬ是亲戚ꎬ不好说ꎬ我们就在背后讲讲”ꎮ (访谈编号:ＤＣ２０１７０２１６ꎬ普通村民)
最后ꎬ鼓励附近村民搬迁ꎮ 为了减少受污染影响的村民数量ꎬＭ 牧场积极鼓励周边村民搬迁ꎮ

生态环境保护局在官网上公布了“截至目前ꎬＭ 牧场对周边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全部实施搬迁”
的消息ꎮ Ｍ 牧场推动村民搬迁一方面使得村民远离之前的生活环境ꎬ自身污染感知度下降ꎻ另一

方面从根本上瓦解了抗争力量ꎬ削弱了公众污染感知的可能性ꎮ 再加上村庄空心化ꎬ农村精英流

出ꎬ激进的利益表达者通过搬迁进入城市ꎬ村庄利益表达群体力量失衡ꎮ 村庄目前常住人口大约

占全体村民的 ５％ꎬ其中以 ６０ 岁以上老人居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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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Ｍ 牧场分化当地村民群体的实践框架

２. 村民群体分化与利益表达

以往的环境抗争研究多将地方政府与企业视为利益共同体ꎬ将当地民众归纳为环境决策的局

外人和污染受害者ꎮ 将所涉群体完全割裂开来的互动论倾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环境抗争的主

体是受害者ꎬ从道德视角来观察这种群体性事件ꎬ极易单一地将污染地的居民视为被动的受害者ꎮ
然而ꎬ当地民众一定是被动的环境受害者吗? 此外ꎬ很多学者观察到了环境抗争目标的短视性ꎮ
从长远视角来看ꎬ当地民众抗争的最终归宿往往只是获得经济补偿ꎬ而将污染企业搬离污染地作

为抗争目标的概率极低ꎮ 为何环境抗争具有不彻底性? 从受害群体的角度出发ꎬ环境社会学界对

环境抗争的动力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ꎬ例如ꎬ冯仕政在关于抗争的研究中关注了抗争群体的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网络疏通能力因素[３０] ꎬ黄家亮分析了环境抗争中的社会文化因素[３１] ꎬ等等ꎮ
张玉林明确提出在环境冲突中ꎬ农民与“企业＋政府”力量具有强烈的非对称性[２６] ꎮ 船桥晴俊的

“受益圈 /受苦圈”理论看到了受害与受益群体重叠下抗争目标模糊的可能性ꎮ 其实ꎬ受害群体内

部并不完全一致ꎬ且这种不一致性和内部小群体之间的非对称性是造成环境抗争不彻底的重要因

素ꎬ值得学界关注ꎮ
通过利益诱惑最大程度地扩大受害与受益群体的重叠度ꎬ使利益群体力量失衡ꎬ是污染企业

“漂绿”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环ꎮ 王晓毅认为ꎬ农民之所以最终失去抵御污染转移的能力ꎬ是因为农

村的本土知识逐渐让位于外来知识ꎬ外界力量在农村取得越来越强的支配权力[３２] ꎮ 其实ꎬ在利益

表达群体分化策略下ꎬ随着身份的多重化ꎬ部分村民逐渐抛弃指导其环境友好行为的本土环境伦

理ꎬ摇身一变成为主动污染者ꎬ部分村民通过搬迁远离污染区域ꎬ最终ꎬ村民对环境的敏感度下降ꎬ
降低了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与意愿ꎮ

９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五、 结论与讨论

１. 结论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ꎬ国内环境社会学界一般将“问题化”视为受污染群体层面利益表

达的工具ꎬ将“去问题化”视为政府层面的环境治理逻辑ꎮ 其实ꎬ“去问题化”同样适用于企业ꎬ且
企业污染的“去问题化”研究是环境问题“去问题化”的重要补充ꎬ关注企业的“漂绿”策略及其背

后的社会逻辑ꎬ有助于理解在环境整治背景下ꎬ企业污染走向隐性化ꎬ仍然得以存续的原因ꎮ
污染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中ꎬ并不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ꎮ 从互动论的角度出发ꎬＭ 牧场

的“漂绿”策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①合理化环保指标ꎬ即与当地政府达成“同盟关系”ꎬ在地方政

府的“伞式保护”下ꎬ将环保指标操作化达标ꎻ②整饬形象ꎬ即通过媒体的正面报道ꎬ塑造绿色企业

形象ꎻ③分化利益群体ꎬ即通过利益诱惑ꎬ分化利益表达群体ꎬ模糊受益者与受害者群体界线与表

达目标ꎬ缩小企业污染的社会影响度(见图 ３)ꎮ
技术壁垒下的公众了解污染解决程度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政府公开的信息和媒体公开的信息ꎮ

首先ꎬ在生存压力、发展压力以及环境督察直接施加的压力之下ꎬ在任职期限短和污染解决长效性

的对比之下ꎬ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不完全公布官方检测数据等方式ꎬ达到“遮蔽”污染问题的

效果ꎮ 其次ꎬ媒体信息对公众环境评价有直接的影响ꎬ因此ꎬ企业一方面购买媒体服务积极宣传正

面信息ꎬ隐瞒 /否认负面信息ꎻ另一方面利用绿色公关ꎬ采用转移污染责任、开“空头支票”等策略挽

回企业声誉ꎮ 此外ꎬ利益表达群体内部不对称性和内部利益不完全一致性对抗争目标产生影响ꎮ
通过利益诱惑分化受害群体ꎬ化敌为友ꎬ化保护者为污染者ꎬ是污染企业“去问题化”的重要步骤ꎮ
同时ꎬ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ꎬ将污染“问题化”的村庄精英的流出已成必然ꎮ 利益表达群体力量的

失衡直接导致污染事件社会影响力减弱ꎮ

图 ３　 企业污染“去问题化”的实践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ꎬＭ 牧场沼液污染问题能够成功“去问题化”ꎬ和企业本身的性质有强烈的相关

性ꎮ 首先ꎬ产品的特殊性ꎮ 牛奶不仅关系国民健康ꎬ本土企业还要与国际企业展开竞争ꎮ 奶源的

规模化养殖是时代趋势ꎬ牧场必须建在加工厂附近ꎬ不然会降低原奶品质ꎬ因此ꎬ不可能因为存在

沼液污染就将其关停ꎮ 其次ꎬ技术的限制性带来的社会包容ꎮ 技术的突破与“漂绿”行为之间具有

负相关性[３３] ꎮ 技术一般被认为是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ꎬ然而技术的升级具有滞后性ꎬ因
此社会对技术性解决污染问题的手段持有一定的宽容度ꎮ Ｍ 牧场利用了这一社会心理ꎬ积极宣传

内部处理设施的绿色化ꎬ获得了公众的好感ꎮ
２. 讨论

环境治理宜疏不宜堵ꎮ 相对于解决问题ꎬ掩盖问题似乎更加容易ꎬ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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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漂绿”行为逻辑具有系统性特征ꎬ相应的环境治理也必须秉持系统性思维ꎬ即不能仅仅

依靠或者拔除某一角色的力量ꎬ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媒体、村民等环境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ꎮ
从政府层面而言ꎬ应当科学把握“政经同盟”的尺度ꎬ即建立科学、正面的政经关系ꎮ 一方面对

企业污染事实采取“零容忍”的态度ꎬ并实事求是地根据污染企业的性质ꎬ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机

制ꎬ因地制宜、分时间段设立治理目标ꎻ另一方面要克服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化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

的便捷感ꎬ从源头发现、解决问题ꎮ 以 Ｍ 牧场沼液污染为例:地方政府可以计算科学的配给土地亩

数并积极流转以及时消纳沼液ꎻ根据目前沼液还田亩数控制牧场存栏量ꎻ公开、公正地监测牧场周

边环境动态ꎻ严惩村庄内乱排沼液的污染行为ꎮ
从企业层面而言ꎬ企业ꎬ尤其是龙头企业ꎬ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ꎬ努力打破污染与收益的

负相关关系以及针对环境治理的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ꎮ 一方面ꎬ要尽可能减少污染物的影响力ꎬ
例如ꎬ根据污染物处理速度决定生产规模ꎬ而不是一味追求生产规模化ꎻ另一方面ꎬ不仅要摆脱将

污染处理设备改造视为恢复生产的工具性措施的消极应对情绪ꎬ还要积极思考环境保护行为与经

济效益挂钩的可行途径ꎮ 以 Ｍ 牧场为例ꎬ在积极升级沼液处理设备的同时ꎬ还可以积极流转土地

种植消纳沼液率高的牧草ꎬ这样既缓解了沼液处理压力ꎬ又可以节约牧草运输成本ꎮ
从媒体层面而言ꎬ媒体应提高对污染企业越轨环境行为的重视程度ꎬ保持中立性ꎮ 一方面应

积极报道企业“漂绿”行为ꎬ增加对污染企业越轨环境行为的披露频次ꎬ减少相关环保信息的不对

称性以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监督力度ꎻ另一方面应保持中立性ꎬ客观如实报道“漂绿”新闻ꎬ不做

“漂绿”企业的片面宣传者ꎮ
从村民层面而言ꎬ村民搬迁并不是受污染村庄的唯一出路ꎮ 地方政府可以调动村民的积极

性ꎬ鼓励其运用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长期积累的、贴合实际的生态知识ꎬ参与到“污染”治理的

过程中ꎬ从“污染帮凶”回归到“环境保护者”的身份ꎮ 例如ꎬ村民可以改种消纳沼液率高的青稞、
小麦ꎬ将产品直接转售给牧场ꎬ实现绿色生产ꎮ 政府如何调动村民积极性? 村民的地方性经验知

识对改善当地环境的可能性又如何? 这些问题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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